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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靠叙述”（Unreliable Narration）是韦

恩·布斯（Wayne Clayson Booth）在《小说修辞

学》中提出的一个叙述概念，即小说中的叙述者

的讲述，如果与作品规范保持一致，那么这个叙

述者便是“可靠”的。所谓的作品规范是指衡量

小说情节中伦理、道德、价值、信仰的标准，这

与布斯所提的另一概念“隐含作者”相关。目前

对“不可靠叙述”在电影中运用的研究，多集中

于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叙事文本，但实际上“不

可靠叙述”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已成为当下电影

重要的创作策略之一。近年来，国产悬疑电影屡

获市场青睐，如《误杀2》（2021）、《扬名立

万》（2021）、《满江红》（2023）等影片高潮

迭起的情节设置，皆离不开对“不可靠叙述”的

运用。“不可靠叙述”作为一种动态的叙事交

流，既在叙事线索与因果关系的构置上，影响着

不同叙事视角与叙述内容的安排，又在基于伦理

道德的价值预设上，构成了故事的逻辑起点与内

在驱力，甚至是能否唤起观众心理认同机制的关

键要素。因此，本文在吸收“不可靠叙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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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不可靠叙述”作为当下国产悬疑电影创作的重要策略之一，被嵌构在基于电影叙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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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电影的叙事范式被不断革新，其背后所反映的是电影创作观念与美学思想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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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注重电影叙事的独特性，以

近年来讨论度较高的国产悬疑电影为例，分析其

运用的得与失。

一、概念界定：基于叙事交流的“不可

靠叙述”

布斯认为，作者在小说中的“议论”，作为

作者影响读者思想的一种修辞手段，从伦理价值

的角度而言，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也就是说，作

者在文本之内提醒读者应遵循何种的价值导向与

伦理道德。但作者若以直接、“客观”的方式介

入小说，在他看来既是一种不存在的可能，也是

表达技巧上的拙劣，因此引出“隐含作者”的概

念。“隐含作者”一方面是指日常生活中的作者

与写作状态中的作者截然不同，另一方面是指一

些小说中作者并非消失了，而是以别样的方式

“藏匿”在字里行间中，成为读者书海航行中的

灯塔。

在此基础上，“不可靠叙事”主要涉及两种

类型：“一种涉及故事事实，另一种涉及价值

判断。”［1］自布斯提出以后，“不可靠叙述”

不断被后来的研究者讨论、引用，并修补其理

论中的逻辑漏洞。修辞性叙事学家詹姆斯·费

伦（James Phelan）将布斯所分的两大类型发展

为三大类型，除了“事实/事件轴”与“价值/

判断轴”以外，还有“知识/感知轴”，并根据

这三大类型区分了六种亚类型。［2］另外，认知

叙事学家塔玛·雅克比（Tamar Yacobi）与安斯

加·纽宁（Ansgar Nünning）则试图以认知（建

构）的方式，也即是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研究“不

可靠叙述”。应当说，“隐含作者”与“不可靠

叙述”的发展、争论的背后，所牵涉是修辞学、

叙事学、修辞性叙事学的区分，以及在经典叙事

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之间立场摇摆不定的问题。

“不可靠叙述”之所以如此富有吸引力，不

仅在于读者从千回百转的文字中，领悟到作者遣

词造句的微妙，更关键的本质在于，叙事文本是

一个创作者与接受群体，基于故事内容及其价值

判断的交流互动系统。作者在假定一个理想读者

的基础上，创作了故事内的叙述者以及叙述者所

给出的信息，而读者既要解读叙述者的信息，又

要根据作者的暗示，超越叙述者去推断故事的原

貌。在这样一种隐性解码游戏中，读者将获得无

可替代的阅读快感。需要指出的是，叙事交流只

是一种相对理想的创作与接受模式。

电影自然不同于小说，文字的意味深长在推

与敲中酝酿，影像的摄人心魄在镜框的取舍中显

现。如若将“不可靠叙述”用于电影叙事文本

的分析，首先应要回答是否存在“隐含导演”这

一概念。或许这样的提法易使电影叙事沦为文学

叙事附庸，而且也不能忽略“隐含作者”的提出

与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叙事学大行其道的背景

有着紧密联系。费伦曾表示“电影和戏剧依然

有创作者（某人）、观众（另一人）、交流场

合、交流目的，尽管它们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

出现，它们共同作用的方式也可能不同”［3］。 

在摄影机的“聚焦”之处，观众时常能感受到

阿尔贝·拉费（Albert Laffay）所言的“画面操纵

者”/“大影像师”［4］，基于某种创作立场对他

们的价值判断进行干预。“在构成叙事的事件展

开过程中，与戏剧演员相反，电影演员不再是唯

一发送‘信号’的人。来自摄影机的其他‘信

［ 1 ］ 申 丹 、 王 亚 丽 ： 《 西 方 叙 事 学 ： 经 典 与 后 经

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82页。

［ 2 ］ 申 丹 、 王 亚 丽 ： 《 西 方 叙 事 学 ： 经 典 与 后 经

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83页。

［3］申丹：《关于修辞性叙事学的辩论：挑战、修

正、捍卫及互补》，《思想战线》2021年第2期。

［4］安德烈·戈德罗、弗朗索瓦·若斯特：《什么是

电影叙事学》，刘云舟译，商务印书馆，2005，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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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是由某个机制发送的，它存在于第一级的机

制、即演员们之上的某一地方，电影中这个上一

级的机制可以说相当于书写的叙述者。”［1］这

一命名方式，显然更符合电影叙事的特征。

导演以及创作团队作为实际运作层面的“画

面操作者”或“大影像师”，时常会“恰到好

处”地通过“不可靠叙述”“干预”观众的观影

体验，这种“干预”通常有三种情况：其一，导

演对其所选择的主流价值体系的暗示，比如在包

含犯罪、暴力元素的电影中，影像叙事话语中所

暗含的，基于主流价值取向的伦理道德准则，一

定程度上可以弱化该类题材在观众心理接受，

和社会舆论层面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其二，

导演在叙事进程中，将“不可靠叙述”作为情节

反转的结构性元素，这是悬疑电影中惯用的叙事

手段；其三，通过塑造与现实生活迥然不同的意

象，反映人物内在的精神世界，进而凸显影片在

视觉造型上独特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二、叙事机制：电影叙事者、叙事视角

与叙事判断的协同作用

荷兰文化研究学者彼得·菲尔斯特拉腾

（Peter Verstraten）曾用一个公示说明电影叙事

机制的存在，“‘A说B看到C正在做某事’。A

是文本层面的叙述者，B是故事层面的聚焦者，

C是素材层面的行动者。”［2］他试图以此区分，

谁在讲述故事、谁的视角切入故事、谁又是素材

的承担者。然而，三者的区分并非绝对，在不同

的假定性情境中，三者也会出现嵌合的情况。

菲尔斯特拉腾还创造性地提出，是“电影叙述

者”（Filmic-narrator）［3］在调节着视觉轨道上

的叙述者和听觉轨道上的叙述者。实际上，无论

是“大影像师”，还是“电影叙述者”，都是

基于以导演为主导的叙事观念所建构的视听表意

系统。

就悬疑电影的创作而言，导演不仅需要考虑

人物的动机及其价值取向，还要通过建立具有信

息差的叙述视角营造悬念。而不管导演是否赋予

观众全知视角，只要基于“不可靠叙述”的“不

稳定性环境”得以成功建立，观众便会自觉代入

人物命运，进而在情感体验上对角色产生心理

认同。另一方面，角色互动之间，对彼此行为的

“评价”，又在根本上影响着观众对人物行为的

价值判断，以及对故事发展、真相的推断。正是

创作者对基于电影叙述者、叙事视角与叙事判断

的一整套叙事机制的合理运用，共同构成了“不

可靠叙述”推动情节发展所具备的内在动力。进

一步来说，创作者通过塑造复杂多变的人物形

象，得以深入探讨作品中那些关于情感、信仰、

道德、伦理的各种社会问题。

宁浩导演的《疯狂的石头》（2006）可谓是

“不可靠叙述”运用的优秀之作，它反映了中国

经济飞速发展下小人物的生存与精神困境。导演

在开篇便赋予观众全知视角，使其如上帝，悲悯

地注视着主人公如何被命运戏弄。具体而言，导

演将谢小盟为追求菁菁偷走真翡翠的言行，作为

角色间互动的“不可靠叙述”，由此展开三组人

物基于信息不对等、互相猜疑而引发的一场荒诞

闹剧。影片“傻人有傻福”式的结局——从始至

终都不知道翡翠真假的包世宏，将自以为是假

的，却象征着他所有荣誉、尊严的真翡翠送给女

友，意味着导演并不是借由“不可靠叙述”凸显

故事的悬念感，而是企图在情感体验上，最大限

度地激发观众对包世宏悲情人生的同情，这也是

［1］安德烈·戈德罗、弗朗索瓦·若斯特：《什么是

电影叙事学》，刘云舟译，商务印书馆，2005，第30页。

［2］彼得·菲尔斯特拉腾：《电影叙事学》，王浩

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12页。

［3］彼得·菲尔斯特拉腾：《电影叙事学》，王浩

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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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反其道而行”的智慧所在。并且，这种更

为接近个体生命与情感历程的“平视”视角，既

与草根叙事的影像气质相吻合，同时借由多元化

的人物性格，突破了善恶对立的二元价值体系，

赋予影片一种更为真实，也更具有现实温度的生

活质感。

《疯狂的石头》的成功说明，“不可靠叙

述”需要立足创作全域，将故事的复杂程度与叙

述者讲述的信息量纳入考量，其本质则在于，将

“不可靠叙述”作为一种情节变量进行合理安

排。在曹保平导演的电影《烈日灼心》（2015）

中，通过反复运用手持镜头与变焦镜头，自然

叙述的同时，还营造了一种基于“不稳定性环

境”的悬疑感，共同构建了作为罪犯、协警的辛

小丰，和作为警察的伊谷春之间的“不可靠叙

述”，强化了辛小丰基于多重身份，而在自我认

同上的不确定性，既凸显角色内心的懊悔、纠

结与无奈，更令观众难以在道德规约与法律秩序

上，对辛小丰的动机与行为予以直接判断。这种

不断累积的，交杂着同情与愤恨的复杂情绪，不

断被推至结局真相大白时，才能使影片的反讽效

果达到最佳。

然而，悬疑电影中对“不可靠叙述”的运用

也时常出现失控的情况。如过于突出情节而使人

物空泛，会使影片的叙事主旨与文化内涵难以

体现；或因过度重视人物形象塑造而使细节铺陈

过满，导致悬念预设先破，过早消耗了观众的期

待心理。由陈思诚监制、戴墨导演的电影《误杀

2》，在原作《迫在眉睫》（John Q，2002）的

基础上增添悬疑元素，将叙事重心由医疗制度与

伦理道德的冲突，转移到强权与反抗者的博弈层

面。编剧林日朗在劫持医院院长，并以急诊室的

所有人为人质之后，通过电视台直播，讲述自己

救子的前史，并要求警察寻找夺走心脏源的人。

而警察一方，既有相信林日朗所言非虚，主张与

其进行谈判的张正义，还有调查过林日朗，知其

曾写过绑匪劫持医院的剧本，因此准备随时击毙

林日朗的当堪。由于故事前史是以林日朗的视角

展开，观众便会自然而然地猜想，林日朗的叙述

是否“可靠”？他除了救子以外，是否还别有目

的？然而，影片在成功建立起悬念之时，却又过

于直白地铺垫林日朗善良、忠厚的性格，比如当

孕妇获救离开医院时，不断向围观者大喊“他是

好人”。一方面，这不符合曾经生命受到威胁的

人质心理，另一方面，严重割裂了前文本对林日

朗“不可靠叙述者”的塑造，这不仅提前破除了

悬念，更导致“不可靠叙述”未能作用于后半程

的“破案”。换言之，林日朗作为“不可靠叙述

者”，过早失去了其内在于文本的叙事张力。并

且，一些不合时宜的笑点，无疑消解了文本本应

具有的严肃性，最终令所谓的复杂人性仅是浮于

故事表象的存在。

三、类型延展：基于交互电影与“剧本杀”

电影的反思

戈德罗与若斯特提出电影叙事机制有两种研

究方案，一种是从观众体验的角度分析叙述者是

何种存在，“它考虑的是一个大影像师作为影

片陈述的负责人或者作为不同叙述者的组织者，

其在场是怎样或多或少可感知和可辨认的”；另

一种则是从“大影像师”的角度分析它是如何组

织素材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也就是“先验

地提出影片叙述运作的必要机制，把理解事物本

身的建构形态当作自己的任务，把观众的印象排

除在外”［1］。实际上，这两种方案所关涉的都

是电影创作者与观众，基于文本信息产生的交流

互动。而随着交互电影（Interacive Movie）《黑

［1］安德烈·戈德罗、弗朗索瓦·若斯特：《什么是

电影叙事学》，刘云舟译，商务印书馆，2005，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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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潘达斯奈基》（Black Mirror：Bandersnatch，

2018）的出现，一种更为显在的互动形式已经成

为新的讨论热点。

《黑镜：潘达斯奈基》中的不同选项，无疑

是将文本的编码权与参与权更多地让渡给了观

众。交互电影与游戏选择机制的融合，打破了传

统电影观看与互动方式。从观众接受层面来说，

他们既需要基于“不可靠叙述”的情节反转获得

观影快感，又或多或少地希望通过判断哪些选择

更“可靠”，从而享受完满的游戏体验。换言

之，在观众接收叙事素材的感知上，交互电影一

反传统电影叙事中，那种具有连续性与统一性的

接受方式——观众所看都是电影叙述者的安排，

他们只是据此推导人物命运与故事走向。然而，

新的交互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叙事交流

中，那早已建立起来的，具有某种约定性的叙

事范式，以及基于此而形成的创作惯例与观影习

惯。无法判断的“可靠”或“不可靠”，将导致

电影的逻辑性与完整性被大大削弱。

“剧本杀”电影的创作同样反映了该问题，

为了保证足够信息量实现情节反转，创作者往往

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物欲望、动机与行为的

合理性塑造，进而导致故事表达欠缺一定的说服

力。“剧本杀”电影是一种杂糅了剧本杀特征与

各种商业元素，集发生在封闭空间的悬疑案件、

多视点叙事与层层反转的推理过程于一体的叙事

模式。近年来，因《扬名立万》《满江红》等电

影的高票房而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创作热点。尽

管“剧本杀”电影与交互电影在观看方式上并不

相同，但它们有着基于游戏基因的内在一致性，

即就观众的代入体验而言，他们都是将自己代入

进了文本中那个可以“游戏的人”。在交互电影

中，观众是那个可以操纵各种选择的主人公，

在“剧本杀”电影中，观众则将自己视为“侦

探”一角，根据各种信息展开推理。其中，其他

角色的故事和选择，对观众来说可能都是“不可

靠”的。

刘循子墨导演的《扬名立万》，通过摄影机

的在场，展现“三老案”改编电影的诞生过程，

既巧妙勾连起文本内外互为指涉的关系，还隐喻

了名利场中各式人物光鲜的躯壳之下，趋利、虚

伪的人性本能，也由此构建“扬名立万”的双重

意义——最开始众人指望拍一部电影，打一场漂

亮的翻身仗，最后却以虚构的方式，留下了一部

“揭露”真相的电影，在自我救赎、彰显正义、

维护价值秩序层面实现一次“扬名立万”。为了

完成影片中的四次反转，导演在叙事进程中多次

运用“不可靠叙述”，尽管情节节点得以成功设

置，然而部分逻辑却经不起推敲，比如摄影中的

录像没有后文，以及李家辉讥讽苏梦蝶演技浮

夸，后者愤怒离场，众人追去安慰，“以便”留

下齐乐山独自一人，根据已掌握信息编织一个足

以唬人、真假难辨的故事“真相”。显然，这并

非出于人物行为合理性的设计。整体来看，《扬

名立万》选择的民国时代与演艺圈背景，在成就

了影片传奇色彩的同时，也使它无限远离现实生

活，未能在现实指涉上产生更多的延伸。

与《扬名立万》的“小格局”不同，《满江

红》立足民族气节与家国想象，在荡气回肠的反

转与壮士断腕的悲壮中，追溯一种极具现实指向

意义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集体主义精神。由于反转

甚多，《满江红》的“不可靠叙述”需要建立在

众多人物及其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上。从人物塑造

上来看，人物目标与性格设置得都较为合理，但

是为了完成反转，角色在具体事件中的行动，又

与前文本的塑造十分割裂，如一向冷静、狠辣、

擅权谋、又早早获知张大真实身份的何立，却在

关键时刻放松警惕，将匕首递给瑶琴，将生死置

之他人之手；同时，愿为秦桧卖命，视个人利益

高于一切的孙均，在看不出家国大义对其成长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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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情况下，仅凭“精忠报国”四字，便决定反

水刺杀秦桧的设计，显然缺乏足够的可信度。实

际上，张大集团在这一个时辰中，有无数机会要

挟秦桧，逼出岳飞遗言。而众多人物的牺牲，实

际上是为了塑造孙均的成长弧光——由一个岳飞

事件外的个体，受到家国与忠义的感召，忘却个

人私欲，进入还未结束的历史现场，既是还岳

飞，也是还诸多如岳飞一样的慷慨悲歌之士一个

公道，更是在文本外，阐释了何种精神品质与价

值取向应该被历史铭记。然而，强刺激的视听表

达，与喜剧演员的表演魅力，也难以掩盖叙事逻

辑的薄弱，最终导致“不可靠的叙述者”在观众

接受层面的不可信，也使关于家国大义的宏大叙

事仅是一个概念化的符号。归根结底，电影是关

于人的故事，人的合理，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

基础。无论运用何种叙述策略，电影在本质上寻

求的都是发现人与人性的过程。

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完成大体量的文本编

码，创作者已然在实践层面，改变了以往电影剧

本创作的常规形式，“从更为显在的技术层面来

看，《黑镜：潘达斯奈基》的情节架构与计算机

数据库间的内在关联尤为明显。作为一部交互长

片，其复杂的情节分岔已经超越了传统编剧的心

理承受范围，因而需借助编程软件，通过人—机

协作的方式才能顺利实现”［1］。这意味着，在

未来的电影创作中，不仅是在影像制作上需要充

分运用数字虚拟技术，同时也需要在文本创作层

面做好迎接新挑战的准备——基于计算机强大的

数据储存、运算的文本编码能力，与人类艺术想

象力之间的博弈，这在本质上，涉及的是未来电

影的创作观念与美学思想在本体层面变革。

四、结语

“不可靠叙述”是一个发生在电影叙述者与

观众的互动交流之中，有关意图意义的建构与阐

释的结构性要素。“不可靠叙述”作为一种被国

产悬疑电影广泛采用的叙述策略，通过不断地实

践，已经积累了一定可复制的成功经验。然而，

一方面，由于忽略了人物行为的合乎情理，难

免产生为了反转而反转之嫌，因此在运用方法上

还有较大的进步空间。另一方面，以“不可靠叙

述”为切口，思考交互电影与“剧本杀”电影，

对传统叙事范式造成的冲击，清晰可见“不可靠

叙述”的内涵与价值在数字技术时代的改变。随

着跨媒介叙事的发展，在催生出电影叙事新形态

可能性的同时，创作者与观众之间关于电影叙事

与影像表达的共享经验，也在持续地生成与革

新，进而不断解构与重构着电影的创作方式与美

学形态。

［周碧玉  中国艺术研究院］

［1］张书瑞、孙星宇：《媒介间性视阈下交互电影的审美之思——以〈黑镜：潘达斯奈基〉为中心的考察》，《电影新

作》2021年第4期。


